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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 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作

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但

最根本的是人的移动，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
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来说，各地之间的

文化交流可能早在 7000 年前的史前时代就已

出现，到公元前 10 世纪以后逐渐兴盛起来。 这

不仅有西周初年“箕子封于朝鲜”[1]等传说，而且

有中国大陆稻作农耕技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

列岛以及支石墓、瓮棺葬、青铜器和铁器等北进

东渐的考古学证据[2]。 不过，以往学术界关于东

亚各地文化交流的研究多滞留在考古资料的比

较研究及其关联上， 而本文试图通过对韩国完

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和日本福冈县平原 1 号

墓出土铜镜的考察， 探寻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

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问题。

一 从韩国上林里铜剑

论战国时期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

韩国上林里铜剑出土于 1975 年，是“中国

式铜剑”在韩国首次成批发现。 当地学者全荣

来将其整理后于 1976 年公布，并就有关问题进

行了讨论[3]。 1982 年，该文被译成日文发表[4]，进

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上林里铜剑的出土地点位于全 罗 北 道 完

州郡伊西面上林里三区（大兴洞）的一个低矮

丘陵的南坡上，东距全州市约 10 公里。 铜剑计

26 件，是当地居民在种植苗木掘土时在地表以

下 0.6 米处偶然发现的。 据称发现时大致以剑

锋向东、剑柄向西的东西向水平放置，似乎是

捆扎成束埋藏，但附近未发现其他任何古代遗

迹和遗物。 这批铜剑除个别略有残缺外，保存

基本完好，形制基本相同，其形制特征是：圆盘

形凹面剑首；实心圆柱形剑茎，断面呈椭圆形，
茎上有两道环状箍；“凹”字形剑格，较短宽，圆

肩，断面略呈菱形；剑身中脊凸起有棱线，断面

略呈扁平菱形；两从略呈凹面，与锷之间略显

分界的棱线；两锷大致平行，前部约三分之一

处开始略变窄，前部约六分之一处开始缓慢斜

收而成尖圆锋；剑首、剑茎、剑格和剑身通体铸

成（图一）。 这种铜剑，韩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式

铜剑”。 鉴于其基本特征是笠形圆首、“凹”字形

格、双箍柱茎，这里简称为“圆首双箍柱茎剑”。
其尺寸大小，最长者通长 47.2 厘米（2 号剑），最

短者通长 44.4 厘米（7 号剑），通长平均 45.9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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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剑首直径 3.6～4 厘米，剑柄长 8～9.3 厘米；剑

格长 0.75～1.2、宽 4.4～5.1、厚 1.4～1.8 厘米；剑身

根部宽 3.8～4.3 厘米，平均宽 4 厘米。 保存完整

的 16 件重量为 274～498 克，平均重 363 克。
关于上林里铜剑及相关问题， 全荣来结合

当时中日 [5]及瑞典学者对周代铜剑的研究成果

进行分析后指出：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属

于《周礼·考工记》所载的“桃氏剑”；鉴于剑身未

见使用或研磨痕迹， 有的甚至残留有浇铸时形

成的铜液溢漏结块，尤其是重量较轻，因此不排

除它们是作为礼仪用品而铸造的非实战用器的

可能性；这种铜剑在中国定型于公元前 6～前 5
世纪的春秋晚期， 以洛阳地区为中心发生后，
逐渐以楚、吴、越、蔡等淮河和长江流域诸国为

中心流行开来；上林里铜剑与安徽、江苏 和河

南东南部等地淮河流域出土的同类铜 剑关系

密切，它们传入朝鲜半岛西南部，证明 了韩国

西部沿海与吴、 越江南地方文化的交流关系，
应当是江南地区青铜文化和稻作农 耕文化传

入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一环；这种中国青铜文化

的海上传播，作为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列国争霸

背景下江南地区吴、 越系民族海上活动的产

物，是它们与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文化接触

的反映；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看，全罗北道中国

式铜剑的出土，显示出中国大陆青铜文化以淮

河和长江下游为起点、以横穿黄海南部的路线

经由海上之路传入的可能性。
上述关于上林里铜剑相关问题的认识，根

据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现和研究需要做进一

步的修正和补充。 在中国，铜剑出现于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的西周早期， 定型于春秋晚期，流

行于整个两周时期[6]。 20 世纪 60 年代初，林寿

晋曾将东周时期流行的铜剑称为 “东周式铜

剑”， 并将其划分为三种型式， 即Ⅰ式为扁茎

剑，Ⅱ式为筒茎剑，Ⅲ式为柱茎剑，进而指出：
它们可能是由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 “柱脊剑”
演化而成；“三种型式的剑都开始出现于春秋

晚期，而在战国时期它们也是同时并存的”；其

中Ⅲ式剑 （即圆首双箍柱茎剑）， 曾发现于河

南、安徽、湖北和湖南等地，似乎显示出这种剑

主要流行于楚地的迹象 [7]。 但是，20 世纪 80 年

代初， 李伯谦根据东周时期各种铜剑的地域

分 布 明 确 指 出： 吴 越 是 我

国 最 早 铸 造 青 铜 剑 的 地 区

之 一；D 型 铜 剑（即 圆 首 双

箍 柱 茎 剑） 主 要 流 行 于 南

方 尤 其 是 吴 越 地 区， 其 起

源 地 偏 于 我 国 的 南 方 尤 其

是 吴 越 地 区， 脱 胎 于 我 国

南 方 尤 其 是 吴 越 地 区 发 现

的 西 周 中 期 的 实 圆 茎 带 箍

有格有首剑 [8]。 此后又有学

者 进 一 步 论 证 后 指 出 ：这

种 铜 剑 “是 春 秋 晚 期 吴 国

的典型剑制” [9]，或“为春秋

中 、晚 期流行于吴、越 的主

要剑制，同时影响到其它地

区”[10]，或“是春秋晚期典型

的吴越铜剑” [11]。 但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目前全国各地

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种“凹”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一 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

1.1 号剑 2.3 号剑 3.5 号剑 4.6 号剑 5.7 号剑 6.11 号剑 7.12 号剑 8.14 号剑

9.19 号剑 10.21 号剑 （均约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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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剑格的笠形圆首双箍柱茎剑虽然定型于

春秋晚期的吴越地区，但它在整个战国时期一

直流行，并且其形制结构特征没有发生大的变

化，只是剑的长短总体上略有加长的趋 势（图

二）。 譬如，洛阳中州路出土的 6 件圆首双箍柱

茎剑 （中州路Ⅳ式剑）， 其年代分别为春秋晚

期、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期[12]；长沙楚墓出土这种

双箍柱茎剑 180 余件 （长沙楚墓 BIa 式和 BIb
式剑）， 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通长

42.4～70.8 厘米，一 般 通 长 50～60 厘 米 [13]；湖 北

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出土圆首双箍柱茎剑 28
件，墓葬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 340 年前后，即

楚宣王或威王时期”[14]。 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

期燕赵中山文化的铜剑中， 这种圆首双箍柱茎

剑（河北 Ca 型剑）为数不多，约占出土铜剑总数

的 15%，其年代为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15]。总之，
上林里铜剑是具有吴越铜剑风格的一种铜剑，
但其年代不一定是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而有可

能晚到公元前 4 世纪的战国中期。朝鲜载宁郡

孤山里发现有 2 件这种“中国式铜剑”与古式

细形铜剑共存 [16]，韩国全罗南道咸平郡草浦里

出土的这种圆首双箍柱茎剑与细形铜剑以及多

纽细纹镜共存 [17]，而细形铜剑出现于公元前 4
世纪前后，可视为其年代的旁证。

那么，上林里铜剑是否可以说是春秋末至

战国时期从吴越地区流传过去的呢？ 最初全荣

来曾明确指出，上林里铜剑“绝不是在当地制

作的”，是从中国传入的。 1982 年，日本学者柳

田康雄根据其形制特征推测，上林里铜剑的制

作地是在朝鲜半岛 [18]。 1986 年，上林里铜剑（3
号剑和 14 号剑）的铅同位素比值测定表明，铸剑

所用矿料中的铅属于朝鲜系铅，证明它们不是在

中国而是在当地制作的[19]。 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

指出，这种铜剑是伴随着战国晚期中国式铜剑传

入朝鲜半岛而在当地制作的仿制品[20]。
根据上述研究并结合笔者的观察， 上林里

铜剑是在朝鲜半岛当地制作的，其理由如下。 其

一，上林里铜剑的笠形圆首、柱茎、双箍、“凹”字

形剑格等，具有鲜明的东周时期吴越铜剑风格，
但两者之间又有所差异， 尤其是剑茎的断面呈

椭圆形与吴越铜剑的剑茎断面呈圆形明显不

同。 其二，就材质而言，上林里铜剑的材质是近

乎纯铜的红铜，与吴越铜剑乃至整个“东周式铜

剑”的铜锡青铜和铜锡铅青铜判然有别。 其三，
迄今中国尚未发现东周时期的红铜质铜剑，在

中国大陆专门制作红铜质的铜剑以便向外输出

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其四，如果基于上林里铜

剑长度较短、重量较轻的特点认为它们是“非实

战用的礼仪用器”，那么在中国大陆专门制作而

向朝鲜半岛输出的可能性更是不存在的。 其五，
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表明， 其铸件所用矿料中

的铅是朝鲜半岛当地所产。
很显然，上林里铜剑是在朝鲜半岛当地铸

造的。 那么，它们是不是当地居民制作的“中国

式铜剑”的仿制品呢？ 其答案是否定的，分析如

下。 上林里铜剑的形制特点虽然相同，但根据

对各剑各部位的测量，并没有形制及尺寸大小

完全相同者，26 件铜剑各部位的规格和重量都

有所差异，说明它们当中没有使用同一铸范铸

造的铜剑，而是采用易于损毁、只能使用一 次

的泥土范或陶范铸造的[21]。 并且，剑茎两侧等部

位残留有合范铸缝的铸痕，说明它们是双合范

铸造的，而双合范陶范铸剑，是东周时期列国

铸剑的技术特征。 关于朝鲜半岛进入青铜器时

代的年代，尽管有朝鲜及美国学者认为始于公

元前 2 千纪前半甚至更早 [22]，但一般认为是始

于公元前 1000～前 700 年[23]，或者是公元前 1 千

纪前半[24]。 就铜剑而言，朝鲜半岛流行的铜剑属

于琵琶形铜剑（即“曲刃青铜短剑”、“辽宁式铜

剑”）和细形铜剑系统，琵琶形铜剑出现于公元

前 800 年前后 [25]，细形铜剑出现于公元前 4 世

纪末或公元前 3 世纪初[26]。 就青铜器铸造技术

来看， 朝鲜半岛存在泥土范或陶范铸造铜器的

可能性尽管还不能完全排除， 但迄今发现的铸

造青铜兵器和工具的铸范均为以滑石为主的石

质铸范[27]，如全罗南道灵岩、京畿道龙仁郡草扶

里、 平安南道将泉里等地均发现有铸造铜剑的

石质铸范，并且均为细形铜剑的铸范（图三）[28]。
这说明，朝鲜半岛铸造铜剑的技术属于石范铸

造技术传统，而石范铸铜技术与泥土范或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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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铜技术明显有别，况且当地流行的剑体与剑

首分铸后组装的技术也与“中国式铜剑”剑首、
剑柄、剑身合铸于一体的技术明显有别；另一

方面，出土的铜剑铸范表明，朝鲜半岛开始铸

造铜剑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 4 世纪 [29]。 在

上述技术和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式铜剑”的

传入，当地居民就随之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造

铜剑，或者放弃当地传统的石范铸剑技术而采

用陶范并整体合铸的铸剑技术，都是不可想象

的。 况且，上林里铜剑尽管尺寸较小，重量 较

轻，但没有明显的铸造缺陷，尤其是铜剑的 金

属成分近乎纯铜， 而纯铜的熔点为 1083℃，远

远高于铜锡合金和铜锡铅合金青铜的熔点，并

且纯铜熔液的流动性能和充型能力也低于铜

锡合金和铜锡铅合金，熔

化铸造的难度高 [30]，这更

显 示 出 其 制 范 和 浇 铸 技

术是相当成熟的，并不是

缺 乏 经 验 的 仿 制 者 所 能

做到的。 因此，上林里铜

剑虽然是在当地制作的，
但 它 们 不 是 当 地 工 匠 采

用 泥 土 范 或 陶 范 铸 剑 技

术制作的 “中国式铜剑”
的仿制品，而是掌握陶范

铸 剑 技 术 的 中 国 大 陆 的

工 匠 东 渡 朝 鲜 半 岛 后 在

当地制作的。 上林里铜剑

的剑体一般较短，最长者

不过 47.2 厘米，最短者仅

44.4 厘米，显然是为了适

应 当 地 流 行 的 青 铜 短 剑

文化而特意设计制作的。
至 于 为 何 铸 造 材 质 近 乎

纯铜的红铜剑，并且铸件

未经加工和研磨，或许与

这 批 铜 剑 的 特 定 用 途 有

关；也可能与难以获取锡

料有关，因为朝鲜半岛西

南 部 沿 海 地 区 虽 然 盛 产

铜矿但缺乏锡矿，今韩国境内的锡矿集中分布

于其东北部的江原道一带[31]。
如果说上林里铜剑是东渡朝鲜 半 岛 的 中

国大陆的青铜工匠在当地铸造的推论可以成

立，那么青铜工匠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什么地方

呢？ 就空间关系来说，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的

是辽东半岛， 但在公元前 307 年前后燕将秦开

破走东胡之前，这一地区的铜剑属于石范铸造

的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的短剑系统，并且辽

东地区迄今尚未发现战国晚期的圆首双 箍柱

茎剑， 可见上林里铜剑与辽东半岛显然无关。
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并且也发现有

圆首双箍柱茎剑 [32]，但这种铜剑并不是战国齐

地流行铜剑的主要类型，可见上林里铜剑的铸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二 中国出土东周时期圆首双箍柱茎剑

1、2.洛阳中州路 M2729 ∶ 20、M2728 ∶ 40 3.江陵天星观 M1 ∶ 401 4~10.长沙

楚墓 M935 ∶ 1、M1195 ∶ 11、M1510 ∶ 2、M315 ∶ 1、M1316 ∶ 1、M1427 ∶ 2、M85 ∶ 1
（1、2、10.战国早期；3.战国中期；4、5.战国晚期；6～9.战国时期） （均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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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与山东半岛齐地的工匠也似乎无关。 前已

述及，上林里铜剑具有东周时期吴越铜剑的特

点，而吴越是中国古代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

之一，并且拥有优质的铜锡资源[33]，铸剑技术在

春秋晚期已经高度发达并且一直延续，代表了

当时各诸侯国铸剑的最高水平。 对此，不仅考

古发现的若干带有刻铭的吴王剑和越 王剑可

以为证，而且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述。 如《周礼·
考工记》载：“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

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34]《战国

策·赵策》 赵奢曰：“夫吴干之剑， 肉试则断牛

马，金试则截盘匜。 ”[35]《吕氏春秋·无义》：“相剑

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 ”[36]此外，吴越地处

江南水乡， 吴越居民善于水上交通和海上活

动。 据此可以推断，东渡朝鲜半岛的青铜工匠

是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
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应当是

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吴、越、楚争雄的历史

背景之下，以楚灭越为契机而发生的。 据史书

记载，相传吴、越系太伯、夏禹的后裔所建立，
但直到公元前 601 年才始见于《左传》的记载，
从公元前 6 世纪的春秋中晚期开始逐步发展

强盛起来，并先后加入到列国争霸的行列[37]。 后

来，在吴、越、楚等国频繁的争战中，先是公元

前 473 年越王勾践攻破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

市），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后是公元前 334
年越国被楚国所灭 [38]，即：（前 334 年）“楚威王

兴兵而伐之 ，大 败 越 ，杀 王 无 疆 ，尽 取 故 吴 地

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 而越以此散，诸族子

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 于 江 南海上，服朝于

楚”[39]。 就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形态而言，春秋战

国时期，西周以来实行的“工商食官”的官府手

工业制度继续存在的同时，私营手工业获得初

步发展，但青铜器尤其是兵器的铸造仍然主要

属于官府手工业，由王室和政府直接掌控，并且

青铜器铸造作坊主要设立在列国都城和重要城

市之中[40]。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随着越国的

国破人散， 原来隶属于越国王室的青铜工匠开

始逃散，其中一部分铸剑工匠离开会稽（今绍兴

市）、姑苏等吴越故地奔向东海，寻找新的生活，

最终到达了遥远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西部沿海一

带，继续从事铜剑的铸造。 况且，地当今忠清南

道、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朝鲜半岛西南部沿

海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铜矿资源 [41]，是东渡而

来的吴越铸剑工匠落脚和生活的理想之地。
至于吴越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的路线，

无疑经由的是海上之路， 但恐怕不是所谓的

“横穿黄海南部” 的海上之路， 而是黄海→渤

海→黄海的海上之路，其理由如下。 其一，从长

江下游入海口一带直接横跨东海和黄海南部

到朝鲜半岛西南端，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航

海难度大，并且需要横穿黄海南部的南北向海

流[42]，这对于当时的工匠来说显然难以做到。 然

而，如果从长江入海口沿东海西岸和黄海西岸

的近海一路向北，则要容易得多。 况且，黄海近

海的南北海上交通之路，早在春秋末年就已经

开通，吴王夫差曾经由此海路攻打齐国 [43]。 其

二，从山东半岛北端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

岛北上， 穿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

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向东再向南到朝鲜半岛

西海岸，是古代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线。 考古

发现和研究表明，早在史前时期，辽东半岛和

山东半岛之间就以庙岛列岛为通道出现了 文

化的交流和人群的移动[44]；战国时期，山东半岛

的居民曾沿庙岛列岛渡海北迁到辽东半岛 [45]。
公元前 109 年， 汉武帝发兵渡渤海征朝鲜讨伐

右渠，与陆上军队夹击王险城[46]，走的就是这条

水路。 现在从山东烟台至辽宁大连，其航程为

图三 韩国龙仁郡草扶里出土铜剑石铸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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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海里左右，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条水路是“齐

人渡海适韩国的最捷近航路”[47]。其三，朝鲜半岛

迄今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大多集中在今韩国

境内，上林里更是地处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暗示

这种铜剑的产地或许是在半岛的西南部， 这也

正是东渡铸剑工匠的落脚之地。 据后世的文献

记载可知，朝鲜半岛西部的近海，是一条活跃的

南北水上交通路线， 汉魏之际从地处朝鲜半岛

西北部的带方郡前往日本列岛的倭地诸国，主

要交通路线就是半岛西海岸的海上路线[48]。综上

分析， 就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的海

上交通路线进行复原（图四），即：从杭州湾或长

江口一带入海，沿黄海西海岸的近海向北，经由

海州湾继续北上， 沿黄海近海绕过山东半岛到

其北端的蓬莱一带；然后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越

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

的近海北上东进，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

此沿海南下，经由江华湾，最终到达朝鲜半岛的

西南部沿海地区， 尤其是群山湾附近的全罗北

道一带，完成了吴越青铜工匠的东渡之旅。 此可

简称为“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 当然，
上述吴越铸剑工匠的东渡之路虽然还需要更多

更直接的证据，但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当时人们

的海上交通能力和后世有关的海上交通路线做

出的上述推断，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二 从日本平原村铜镜

论东汉铸镜工匠东渡日本九州

这里的“平原村铜镜”，是特指日本福冈县

平原 1 号墓出土的 5 件超大型 “八叶纽座连弧

纹镜”（即“内行花文八叶镜”），而不是指平原 1
号墓出土的全部铜镜。

平原 1 号墓位于福冈县前原市有田字平原

村，地当系岛平原中部南北延绵的舌状低丘陵北

端的西坡。 这里是一处由弥生前期之末至中期前

图四 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路线复原示意图

沈阳

北京（广阳郡）

蓬莱（东莱郡）

洛阳（雒阳）

西安

连云港

黄 河

临淄

山东半岛

完州

首尔

平壤（乐浪郡）

济州岛
福冈

九州岛

上海

苏州（姑苏）
杭州

绍兴（会稽）

海州湾

长江口

杭州湾长
江

庙岛海峡

渤 海

渤海海峡

西朝鲜湾

鸭
绿

江

群山湾

江华湾

朝
鲜

海

峡

辽东半岛

巨济岛
釜山

济州海峡
对

马
海

峡

铸剑工匠东渡路线

铸镜工匠东渡路线

图 例

72



叶的聚落址和弥生时代后期至古坟时代前期的

墓葬构成的复合遗址，1965～1999 年先后多次调

查和发掘，共发掘坟丘墓 5 座以及与之相关的土

圹墓、木棺墓和瓮棺葬，另外还清理出陶窑、作坊

址、水沟等遗迹。 属于弥生时代的坟丘墓有 3 座，
其中1 号墓发现于 1965 年，并在原田大六的主

持下进行了发掘， 后于 1991 年出版了发掘报

告 [49]。1988～1999 年，在该遗址的西部和北部进

行了补充调查发掘， 并对1 号墓的资料重新进

行了整理，于 2000 年出版了综合发掘报告[50]。
平原 1 号墓是该遗址规模最大的一座坟丘

墓，其结构为“方形环壕墓”（即“方形周沟墓”），
环壕东西长 13、南北宽 9.5 米，其东南角设有出

入口。 墓室为竖穴土圹结构，略偏于坟丘的东北

部，东西长 4.6、南北宽 3.5、深 0.45 米，墓底中

央有长 3、宽 0.8 米的圜底木棺痕迹。 墓室周围

分布有大量小柱洞以及一个直径 0.65 米的大

柱洞，当与举行丧葬仪式时的设施有关。 随葬器

物丰富，棺内出土有大量玛瑙珠、玻璃珠和玻璃

耳珰等；棺外出土有玻璃勾形饰（即日语的“勾

玉”）、玻璃珠饰、环首铁长刀、铜镜等；环壕内出土

有铁工具、铁镞以及陶器残片等。 该墓的年代为

弥生时代后期后半，即公元 200 年前后，被葬者

为一女性，推测为伊都国“国王”之墓。
该墓出土铜镜计 40 件，分别集中于木棺外

前后端部两侧，棺内中前部也有发现。 经过反

复清理，40 件铜镜中有：博局四神镜 32 件（即

“方格规矩四神镜”）、云雷连弧纹镜 2 件（即“内

行花文镜”）、四乳虺纹镜 1 件（即“虺龙文镜”）、
八叶纽座连弧纹镜 5 件 （即 “内行花文八叶

镜”）。 对于这批铜镜，柳田康雄进行了仔细的

观察和缜密的分析，得出了诸多值得重视的认

识，并推测其中的汉式镜（即“仿制镜”）可能是

东渡日本的中国工匠所铸。 他认为：平原 1 号

墓出土的 40 件铜镜中，只有四乳虺纹镜（17 号

镜）和“长宜子孙”铭云雷连弧纹镜（16 号镜）是

汉镜（即“舶载镜”），其余 38 件均为仿制的汉式

镜； 汉式镜的制作地最有可能是在伊都国，铸

镜的工匠应当是来自中国的工匠，但可能是中

国工匠的第二代或者是被传授技术的倭人；中

国工匠东渡日本的时间是在东汉“安帝永初元

年（107 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

请见”之后，其主人应当是伊都国王[51]。 当然，对

此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冈村秀典认为：博局四

神镜、云雷连弧纹镜（16 号镜）和四乳虺纹镜最

迟是公元 1 世纪后半传到系岛平原的；15 号云

雷连弧纹镜和 5 件八叶纽座连弧纹镜是“仿制

镜”， 推测它们是在系岛平原一带制作的；5 件

八叶纽座连弧纹镜是采用金属范模的同模镜

（即“同型镜”）技法制作的[52]。 综合起来看，平原

1 号墓出土的铜镜中， 一件四乳虺纹镜 （17 号

镜）和一件云雷连弧纹镜（16 号镜），可以确认

是从中国传入的汉镜；32 件博局四神镜和另一

件云雷连弧纹镜（15 号镜）究竟是从中国传入

的汉镜还是在当地制作的汉式镜，尚有待于深

入的研究；5 件超大型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可以

肯定是在当地制作的汉式镜。 这里仅就 5 件八

叶纽座连弧纹镜展开讨论。
平原 1 号墓出土的 5 件超大型八叶纽座连弧

纹镜（10～14 号镜），其形制大小、花纹结构等基本相

同（图五），即：半球形圆纽，八个柿蒂形叶纹构成纽

座，纽座外有一周凸线纹；内区是一周由八个内向

连弧纹组成的连弧纹带， 外区有九圈同心圆凸线

纹；素面缘，较宽平；其尺寸大小（以 11 号镜为

例），镜面直径 46.4 厘米，镜背直径 45.8 厘米，镜

缘宽 4.7～5 厘米，镜缘外缘厚 0.68～0.85、内缘厚

0.59～0.66 厘米，镜纽直径约 5 厘米。 综合日本学

者的研究以及笔者本人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认

为： 它们是东渡日本的汉朝工匠在当地设计制

作的，采用的是泥土母范、金属范模、陶或泥土

铸范的铸镜技术制作的。 分析如下。
其一，连弧纹镜是东汉时期流行的主要镜

类之一， 平原村八叶纽座 连 弧 纹 镜 具 有 东 汉

云雷连弧纹镜的一般特征。 东汉云雷连弧纹

镜 的 突 出 特 征 之 一 是 饰 有 云 雷 连 弧 纹 带 ，而

外区装饰数周同心圆凸线纹的连弧纹镜尽管

少 见 ，但 也 是 有 的 ，如 河 南 辉 县 路固 M32 ∶ 1
连弧纹镜 [53]、西安三合新村出土的连弧纹镜 [54]

等即属此类（图六）；虽然八叶纽座不见于连弧

纹镜，也罕见于其他汉代镜类，但四叶纽座是

■ 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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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日本福冈县平原 1 号墓出土八叶纽座连弧纹镜

1.10 号镜 2.11 号镜 （均约为 1/10）

连弧纹镜最常见的纽座样式[55]。 因此，平原村八

叶纽座连弧纹镜应当属于云雷连弧纹镜的一

种简化形态。 其二，与常见的东汉云雷连弧纹

镜相比，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具有鲜明的

自身特点。 如镜纽直径虽然有 5 厘米，但与镜

体相比显得较小， 并且镜纽尖圆而不扁平；镜

纽周围的八叶装饰，迄今未见于其他东汉连弧

纹镜；纽座外环绕一周同心圆凸线纹，与常 见

的凸带纹明显不同；连弧纹带的内角无任何装

饰，无铭文，镜缘内侧也没有东汉连弧纹 镜常

见的栉齿纹带；镜缘扁平、缘面平直、缘边近乎

垂直等， 与东汉连弧纹镜的镜缘宽厚内斜、缘

面略外弧、缘边明显内斜等也有所差异。 其三，
东汉铜镜直径一般不超过 30 厘米，目前所见最

大的铜镜是河北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一件

连弧纹镜，其直径为 36 厘米[56]；平原村八叶纽座

连弧纹镜的直径为 46.5 厘米左右， 而东汉一尺

的长度为 23.4 厘米左右 [57]，应当是按

照东汉尺的二尺设计的“二尺镜”。 这

显然是汉朝工匠对东汉尺度掌握和应

用的体现， 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

倭人视铜镜为“神器”或“威信财”且特

别喜好大型铜镜而专门设计的。 其四，
日本出土的镜范和仿制的汉式镜及其

研究表明 [58]，弥生时代后期（约当 1～3
世纪前半）的倭地诸国，铸造铜镜采用

的是“石范铸镜技术”，即使制作汉镜

的仿制品也是采用石范铸镜技术，并

且仿制的汉式镜大多是直径 10 厘米

以下的小型镜。 而“陶范铸镜技术”是

中国传统的铜镜铸造技术，在秦汉、弥

生时代的东亚，这种铸镜技术属于“高

科技”。 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

“铸造技术，不仅比弥生的小型仿制镜

而且比古坟时代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

都高得多”[59]，显然是采用陶范或泥土

范铸造的， 而当时的东亚只有汉朝的

青铜工匠掌握陶范铸镜技术。 其五，汉

代铜镜的陶范铸造技术的镜范制作技

法有“刻制法”和“模制法”两种，并且

两种技法同时并存[60]，而平原村 5 件八叶纽座连

弧纹镜上既发现有同模镜的铸痕， 也发现有同

范镜的铸痕，因此可以说，这 5 件铜镜总体上无

疑是同模镜，但不能否认其中有同范镜的可能。
其铸造工艺可复原为： 最初用刻制法制作出泥

土质的镜范（即母范），然后铸镜；再以铸出的铜

镜作为范模，用模制法翻制出若干件泥土镜范，
再用这些镜范分别铸镜，因此镜模是金属质，而

铸件属于同模镜； 如果一件镜范连续两次以上

铸镜，则铸出了同范镜。
上述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 系 东 渡 日

本的汉朝工匠在当地设计制作的推论，应当说

是有充分根据的。 那么，这里进而需要讨论的

是，这些东渡日本的汉朝工匠是何地的工匠以

及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何时东渡日本等问题。 为

此，首先需要确定这种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制

作年代。 尽管迄今在中国未见与之相同的八叶

1 2

1 2

图六 中国出土东汉连弧纹镜

1.辉县路固汉墓 M32 ∶ 1 2.西安三合新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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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座连弧纹镜， 但就其祖型云雷连弧纹镜而

言，一般认为其年代是东汉时期[61]；或认为出现

于公元纪年前后，其年代下限是公元 1 世纪末

或 2 世纪初，至迟到公元 2 世纪中叶 [62]；或认为

图案简化、铸造不良的云雷连弧纹镜主要流行

于东汉中晚期[63]。 如果着眼于八叶纽座连弧纹

镜纹饰构图简单等特点，可以认为它是云雷连

弧纹镜的一种简化形态， 从演变序列分析，那

么它应当是出现年代较晚的云雷连弧纹镜类

之一种。 这样看来，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

的制作年代可以大致推定在公元 2 世纪末叶，
即约当东汉中期末段。 东汉中期，是汉代铜镜

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各地出现了若干铸

镜中心，如洛阳、丹阳、广汉、会稽、江夏等，同

时，北方铜镜系统和南方铜镜系统开始形成，而

连弧纹镜类是北方地区流行的主要镜类之一[64]。
如此看来，东渡日本的汉朝铸镜工匠，应当是北

方地区（黄河中下游）的工匠，具体说来，可能是

洛阳的工匠。 其理由在于： 据目前的考古发现

看，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的连弧纹镜类在

山东地区发现较少，而在洛阳、西安一 带有较

多发现。 譬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所

获 23 件新莽和东汉时期的铜镜中，云雷连弧纹

镜仅 1 件[65]；《洛镜铜华》收录的新莽和东汉时期

的 58 件铜镜中，连弧纹镜有 8 件，并且类型多

样[66]。 另据统计，连弧纹镜类在洛阳地区发现有

30 余件，占两汉铜镜的 10%左右[67]；长安地区出

土的汉代铜镜中有 7 件[68]，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

15 件[69]。按照汉代铜镜分布与产地的关系，各种类

型的铜镜主要以其产地为中心流通和分布，也就

是说，某种铜镜的集中分布区也正是其产地的所

在地。 据此可以推断，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东汉时

期连弧纹镜的主要产地。 如果考虑到东汉时期东

方临淄的铸镜业已经衰弱，而以长安为中心的关

中地区是否存在铸镜业尚无任何迹象，那么可以

进一步推断， 当时的首都洛阳一带可能是连弧

纹镜的主要产地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
可以推断东渡日本铸造八叶纽座 连弧纹镜的

工匠，最有可能是洛阳一带的铸镜工匠。
关于洛阳铸镜工匠东渡的大致时 间 和 动

因，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首先，
就汉代铜镜的生产经营方式来看，尽管当时也

有少量的官府手工业作坊铸造铜镜以专门 供

给皇室， 但主要是私营手工业作坊生产经营，
尤其是东汉时期更是如此[70]。 因此，当时的铸镜

工匠主要是私营作坊的工匠或个体工匠。 其

次，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汉王朝在对外

交往的过程中有赐以食物、冠带衣服、布帛黄

金等汉朝物产的传统 [71]，但没有赠予工匠的做

法，即使是汉匈和亲之时也只是嫁女并赐予汉

朝物产[72]。 汉王朝在与倭地诸国的交往过程中，
也只是“赐以印绶”[73]；到了魏晋时期，也仍然是

赐以印绶、赠予宝物而已[74]。 这样看来，汉朝铸

镜工匠东渡倭地，并非官方行为，与汉朝政府

与倭地诸国间的交往无关，而是工匠们的个人

行为。 那么，是什么样的动因导致汉朝工匠跨

海东渡的呢？ 前已述及，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

纹镜的铸造年代，大致是在公元 2 世纪末叶的

东汉中期末段。 据记载，东汉中期后段的桓帝

（147～167 年）、灵帝（168～188 年）时期，由于长

期的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 社会政治昏暗腐

败，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加之自然灾害频发 [75]，
百姓大众民不聊生，甚至多地出现“时人饥，相

渔食”的惨景，社会生活动荡不安，最终于公元

184 年引发了黄巾大起义 [76]。 正是在这样的社

会背景之下，铸镜工匠们远走他乡，寻找生存

之路，其中一部分东渡大海到达了日本九州的

北部沿海一带。 应当指出的是，此前汉朝与日

本倭地诸国之间已经多有往来，如汉光武帝建

武中元二年（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77]、汉安

帝永初元年（107 年）“倭国遣使奉献”[78]等，汉朝

居民尤其是京师洛阳的居民已具有“大海之中

有倭人”的认识，这成为铸镜工匠东渡的一个

重要条件。 铸镜工匠的东渡，大致发生在公元 2
世纪中叶的汉桓帝或者汉灵帝年间。

至于汉朝工匠东渡日本的路线，可能有两

条（参见图四）。 一条是“山东半岛陆路→渤海/
黄海水路→朝鲜海峡水路”，即：先走陆路从洛

（雒）阳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

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越渤海海峡，到

■ 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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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北上

东进，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此沿近海

一直南下，经由江华湾、群山湾，绕过朝鲜半岛

西南端的近海，穿过济州海峡向东；再由朝鲜

半岛东南端的巨济岛和釜山一带的近海转 而

南下，先后横穿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再经 由

壹岐岛，最终到达九州北部的福冈沿海一带 [79]。
这条路线中的前半段，即从山东半岛北端出发

至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海上路线的可能性，前已

论述；而由朝鲜半岛西北部近海至日本九州北

部沿海一带的海上路线，作为汉末魏晋时期由

带方郡[80]前往日本列岛倭地诸国的主要交通路

线，历史文献有明确记载[81]。 另一条是“辽东半

岛陆路→朝鲜半岛→黄海水路→朝鲜海峡水

路”，即：先走陆路经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西

北部的乐浪郡一带， 由黄海的西朝鲜湾入海，
然后沿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近海一直向南、向

东再转而向南的海路到达 日本九州北部的福

冈一带沿海地区。 对此，前已述及。 至于自洛阳

穿越辽东至乐浪郡的路线， 有可能是洛 （雒）
阳—广 阳 郡—辽 西 郡 某 县—辽 西 郡 且 虑 县—
辽东郡武次县—乐浪郡的路线[82]。

东渡日本九州倭地的东汉洛阳工匠们，带

去了先进的铸镜技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古代

中日交流的使者和铸镜工匠东渡的先驱。 令人

深思的是， 中国发现的东汉魏晋时期的铜镜

中，从未见到“师出洛阳”的铭文，但日本出土

的三国时期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在当地铸造

的三角缘神兽镜上，却多次出现有“师出洛阳”
的铭文[83]。 这是否与东汉时期东渡日本九州的

洛阳铸镜工匠在倭地诸国的影响有关，是一个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三 结 语

以上，就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及

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论证了它们是公

元前 4 世纪后半的战国中期东渡朝鲜半岛的

吴越地区铸剑工匠在当地采用泥土范或陶范

铸剑技术制作的，以及铸剑工匠东渡的海上之

路；同时，就日本福冈平原 1 号墓出土的八叶

纽座连弧纹镜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进而

论证了它们是公元 2 世纪中叶前后的东汉中

期后半东渡日本九州的洛阳地区铸镜工匠 采

用泥土范或陶范铸镜技术在当地制作的，以及

铸镜工匠东渡的海上之路。
尽管这样的认识还有待于更多 的 证 据 使

之实证化和具象化，但上述分析和推论无论在

方法上还是材料上都应当是成立的。 同时，通

过上述考察及其认识还可以使我们得到若干

启示：古代东亚各地之间的交流，是在当时整

个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社会历史发展和变 动

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各地交往和文化交流的

过程中， 人的远距离移动发挥了根本性 的作

用；青铜工匠的东渡，在古代东亚青铜技 术和

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在中

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 流中，“黄

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是最主 要的交

通路线。 当然，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发现的与

中国大陆有关的文物更多的是在中 国大陆制

作并传播过去的，但它们的东传同样是以人的

移动为媒介的。 无论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探究

古代东亚各地之间人群的移动和交流，尤其是

环黄海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 及环黄海之路的

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更加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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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Eastward Migrations of the Bronze Craftsmen in Ancient China Seen from the Bronze
Swords Unearthed at Sangnim-ri Site in Korea and the Bronze Mirrors Unearthed at Hirabaru

Site in Japan
Bai Yunxiang

Among the three nations in East Asia, namely China, Japan and Korea, there have been not only
cultural interchanges in various ways, but also many time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s occurred in the an-
cient time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s to the bronze swords unearthed at Sangnim -ri Site in Wanju
County of Korea and the bronze mirrors unearthed from tomb no. 1 of Hirabaru Site in Fukuoka Prefec-
ture of Japan and the examinations to the relevant issu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ates and courses of
the eastward migrations of the bronze craftsmen in ancient China in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Archipelago. To explore the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peopl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East
Asia, especially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gions in the circum-Yellow Sea zone and the
historic 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circum-Yellow Sea roads in the angle of the archaeological dis-
coveries, is a noticeable research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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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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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宵南部的滏阳河与漳河流域，临水窑即是滏阳河流域创烧年代较 

早、规模较大的中心窑场之一。该窑烧造时间K•，窑址中发现了北朝至 

元代的料池、窑具和人量瓷片等。瓷器的器类有碗、盘、钵及瓷塑人物 

等，釉色以白釉和黑籼为主，间有黄釉、绿釉、红绿彩、翠蓝釉和钧釉 

等，装饰上普遍使用化妆土。窑址内的遗存时代前后连续，为研究早期 

磁州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 

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古代不仅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文化夂 

流，而且还多次发生过人群的移动。本文通过对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 

的铜剑和R本福冈县f••原1号苌出土铜镜及相关问题的考察，分别探讨 

了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时间及路线问题。通过 

考古发现探究古代东亚各地之间人群的移动和交流，允其是环黄海地区 

之间的文化联系及环黄海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是值得关注的一种 

研究思路。 

传胡舜臣、蔡京《送郝玄明使秦》书画合璧卷辨伪 

《送郝玄明使秦》卷传为宋代胡舜匣画、蔡京书，今鹹于H本大阪 

市立美术馆。这件作品自清初以来屡见于著录，经过众多名家鉴硗。然 

而，其画风与両史所记胡舜臣的风格+符，书法则口丨通过与蔡京真迹对照 

知其为伪作。胡舜臣自题诗中存在称谓问题，a当时并无义人和职业画家 

自书诗题画的先例。郝玄明的“玄”字更犯了当时之讳。综合各种因素分 

析，这件作品应是明代作伪。 


